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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中国人采用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调节负性情绪的时间动态特征. 被

试采用自由观看、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策略观看情绪图片, 观看图片的同时采集事件相关电

位活动(ERP). 结果表明, 被试在两种策略下自我报告的负性情绪水平有相似的降低. 此外, 

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条件在额中央区诱发了更大的 P3成分(340~480 ms). 更重要的是, 相

比自由观看条件 , 表达抑制条件下在 800~1000 ms, 1000~1200 ms, 1200~1400 ms 及

1400~1600 ms 时间窗内晚期正电位(LPP)波幅均出现显著下降. 相反, 在认知重评条件下, 

除了在 1400~1600 ms 时间窗内 LPP 波幅相比自由观看显著降低; 在其他时间窗口内认知重

评与自由观看条件均没有显著差异. LPP波幅与负性情绪的评分存在正相关, 而 P3波幅预测

了自我报告的表达抑制水平. 这些结果提示, 对中国被试而言, 表达抑制比认知重评能更快

地降低负性情绪唤起水平, 但同时也消耗了更多的认知资源.  

关键词   

事件相关电位 

表达抑制 

负性情绪 

认知重评 

晚期正电位 

  

 
 
面对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 人们调节负性情绪

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1~3]. 根据一种策略产生调节作

用时间点的不同, Gross 等人[4,5]将情绪调节策略分为

先行聚焦策略和反应聚焦策略. 前者以认知重评为

代表, 它要求个体在情绪尚未充分流露时, 通过采用

一种分离式的、与情绪无关的方式去解释情绪刺激, 

以修正情绪反应. 相反, 后者包含的情绪策略则是在

情绪反应后期通过调整情绪表达行为来调节情绪反

应. 表达抑制是反应聚焦策略的典型例子 [5,6]. 研究

表明, 认知重评是一种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 它降低

了自我报告的负性情绪水平和情绪表达行为, 减少

了包括杏仁核和伏隔核在内的大脑边缘系统的神经

活动[4,7~9]. 相反, 表达抑制不能有效降低诸如焦虑等

负性情绪体验 [2,4,10~12], 同时显著增强了外周生理反

应和边缘系统的激活水平[4,6,13].  

Gross 等人[4,10,14]的早期研究中, 被试分别在认

知重评、表达抑制或注意的指导语下观看负性刺激

(如, 电影、图片), 结果表明, 认知重评显著降低了负

面情绪体验, 减少了情绪表达行为和交感神经生理

反应. 相反, 表达抑制没有改变主观情绪体验, 尽管

减少了表达行为, 同时却增加了与情绪相关的外周

生理反应(如皮电水平和指温), 并损害了言语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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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Campbell-Sills 等人 [2,3]用电影片段诱发情绪, 

研究了焦虑和心境障碍病人的情绪调节风格和负性

情绪水平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在电影观看和恢复

阶段, 负性情绪的强度随表达抑制水平的增加而增

强[2,3]. 此外, Hofmann 等人[12]直接比较了在即兴演讲

任务中,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对焦虑情绪的调节在

行为和生理水平上的效果, 结果表明, 相比认知重评, 

表达抑制与更高的心率活动和主观焦虑水平相关 . 

近来, 以美国人为被试的研究表明, 抑制负性情绪的

表达与幸福感的降低和抑郁症状的增加有关[15,16].  

然而, 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化物种, 生活在多样化

的人际关系中. 在生活中, 个体通过抑制情绪表达行

为来调节负性和其他非适应性情绪, 是很常见并具

有重要适应意义的. 这不仅是为了和他人保持正常

的人际关系, 更是为了避免暴力、冲动行为和其他社

交上不合宜的行为[17]. 东亚集体主义文化强调避免

伤害他人, 并努力去维持和谐的关系 [18~21], 因此抑

制负性情绪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到目前为止, 支持

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在降低负性情绪上不太有效

的证据, 主要来自于西方文化背景[2~4,10~12].  

实际上,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表达抑制对负性

情绪的调节效果具有文化特异性. 如, 在东亚文化背

景下 , 表达抑制与更好的社会功能相联系 [18~21]. 

Butler 等人[18]研究了文化对表达抑制调节负性情绪

效果的影响. 结果表明, 对于欧裔美国人, 表达抑制

对心理功能具有负面影响, 但这种联系并不存在于

中国被试. 此外, 该研究揭示了欧裔美国人习惯性的

抑制情绪表达与更高的自我保护和负性情绪水平相

关[18]. 然而, 表达抑制却降低了亚裔美国人的负性情

绪水平, 这证实了表达抑制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具有

正面效果[18]. 最近的一项 ERP 研究证实了这些发现, 

该研究表明, 相比于注意负性图片, 亚裔美国人对负

性图片的表达抑制导致了更小的晚期正成分波幅 , 

而这一结果对于欧洲裔美国人来说并不存在[22]. 与

上述结论一致, 一项 FMRI 研究表明, 日本人在自由

观看条件下负性情绪被显著诱发, 而表达抑制条件

下情绪状态没有显著变化. 最近来自香港的研究再

次证明了以上结论, 该研究表明, 保险工作者情绪抑

制水平的增加伴随着更少的负性情绪和更高的销售

业绩[23].  

上述证据表明, 在亚洲文化背景下表达抑制有

助于降低负性情绪体验和改善社会功能. 因此, 来自

西方被试的研究结论(认知重评比表达抑制具有更好

的负性情绪调节功能 [4,6,10])可能不适用于中国被试.

基于上述大量证据可以推论: 中国人很有可能采用

表达抑制调节负性情绪的效果与认知重评同样有效, 

甚至优于认知重评.  

此外, 以往研究支持认知重评优于表达抑制的

一个重要依据是, 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诱发了更

强的外周生理反应(如增强的皮电和心率水平)和更

强的边缘系统激活 (如脑岛、杏仁核、眶额叶皮

层)[4,6,11,13]. 然而, 正如不少研究已证实的, 这些反应

未必是情绪唤醒的结果 [13,24], 这些激活也可能是由

复杂任务中认知负荷的增加引起的, 例如工作记忆

任务[24,25]、心算任务[26]或有意的情绪抑制[13]. 然而, 

fMRI 研究难以将同一任务中认知负荷导致的与情绪

唤起导致的边缘系统激活分离. 因此, 有必要采用高

时间分辨率技术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情绪调

节效果, 从而实现情绪唤起指标与认知负荷指标的

分离.  

显然, 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可以满足这个目的. 一

方面, 表达抑制是一种资源消耗型策略, 它需要努力

监控占优势的情绪表达行为[4,10,13]. 此前有研究表明, 

抑制占优势的行为会在刺激后 400 ms 在额中央诱发

更大的 P3 成分(如 No-go P3[27,28]), 这表明抑制过程

占用了更多的认知资源 [28~30]. 然而 , 认知重评策略

不需要监控优势的情绪表达行为[4,10]. 因此, 表达抑

制比认知重评在额中央很可能会诱发更大的 P3成分. 

尽管一项 ERP 研究已比较了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的

情绪调节效果, 但作者没有仔细考察抑制相关的成

分(如, 额中央 P3), 因此未能从情绪唤醒指标中分离

认知负荷的影响.  

另一方面 , 许多研究表明 , 晚期正成分 (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在刺激后 500~700 ms 达到最大

峰值, 并持续几百毫秒, 并且情绪刺激下 LPP 波幅显

著大于中性刺激下[9,32~36]. 此外, LPP 波幅被认为是

反映情绪强度的理想指标: 在情绪调节过程中 LPP

波幅随情绪强度降低而降低[9,32~34]. 因此, LPP 适合

用于研究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下情绪唤醒随时

间的变化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 预期可以从 ERP 晚期成分中将

抑制加工指标从情绪唤起指标中分离出来. 特别是, 

表达抑制过程可能与额中央更大的 P3 成分有关[28~30];

而 LPP 波幅随调节策略与时间的变化可能反映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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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唤起水平随策略与时间的变化特征 [9,33,34]. 因此 , 

可以预测负性情绪的主观体验与 LPP 波幅存在正相

关, 表达抑制过程中自我报告的抑制水平与额中央

P3 波幅成正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 表达抑制比认知

重评占用了更多的认知资源[10], 并且东方文化背景

鼓励抑制负性情绪的表达[18,21]. 因此, 可以预测, 对

于中国个体而言, 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可能更快

的降低负性情绪. 因为 LPP 波幅是表明情绪唤醒水

平的有效指标, 我们预测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其

LPP 波幅的降低可能会发生的更早.  

1  材料与方法 

1.1  被试 

18 名(男女生各 9 人, 年龄范围 19~23 岁, 平均

年龄  20.82 岁)来自中国西南大学的学生有偿参加实

验. 这些被试自我报告无精神病史, 也未曾接受过精

神病药物治疗. 他们精神状态良好, 在斯皮尔伯格状

态-特质焦虑问卷(STAS, 每个量表总分为 80)和贝克

抑郁问卷(BDI, 总分为 63)的得分均较低. 他们在特

质焦虑、状态焦虑和抑郁量表的平均分分别为 38.06 

(SE=1.91), 34.62 (SE=1.76)和 13.38 (SE=2.07). 有 2个

被试(男女各 1 名)经过 ERP 离线分析后, 伪迹去除后

的有效试次不足, 故剔除. 被试都是右利手, 视力正

常或矫正视力正常. 其余 16 个被试在情绪调节问卷

的习惯性认知重评(M=18.87)和表达抑制(M=16.63)维

度上得分相似(t(15)=1.50, P=0.16). 本研究获得了伦

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并且每个被试在实验前签署

了知情同意书.  

1.2  刺激和程序 

本研究采用 block 设计的图片观看任务. 任务包

括 4 个 block, 每个 block 包含 40 张图片, 选自国际

情 绪 图 片 系 统 (IAPS) 和 中 国 情 绪 图 片 系 统

(CAPS)[38,39]. 第一个 block 由中性图片组成, 作为一

个无情绪的基线水平用以检验后面条件的情绪效应

(观看中性).  

在第二个 block 中, 被试在不使用任何情绪调节

策略的情况下观看 40 张负性图片(观看负性). 最后

两个 block 分别要求被试在使用表达抑制(抑制负性)

或认知重评(重评负性)策略的情况下观看 40 张负性

图片. 抑制负性和重评负性条件的顺序在被试间平

衡. 正如 Moser 等人[34], Gross [10]和 Ohira 等人[13]所

建议的, 无情绪调节策略条件需放在有情绪调节策

略的前面, 从而避免情绪调节策略对后续实验处理

的影响. 负性图片包括令人惊恐的动物, 人类的攻击

行为和身体残缺的场景, 而中性图片则描述了中性

的动物和人活动的场景.  

为了避免当同一组图片反复呈现可能造成情绪

习惯化或敏感化的潜在问题, 本研究随机选择了 3 套

不同的负性图片分别用在观看负性、抑制负性和重评

负性条件. 此外, 有证据表明, 中国被试观看国际情

绪图片系统的图片存在文化偏差现象[40]. 为了控制

上述问题以确保因变量的差异唯一来源于实验处理, 

首先需要采用一个独立程序来检查 3 套图片是否对

中国人有相似的情绪特征. 因此, 邀请 4 个对实验目

的毫不知情的评定者对图片的效价(1: 非常不愉快; 

9: 非常愉快)和唤醒度(1: 非常平静; 9: 非常兴奋)进

行了九点量表评定. 四位评定者对图片的评定结果

高度一致. 在效价和唤醒度两个维度, 评分者信度

(肯德尔的和谐系数)为 0.83 (χ2(3) =9.90, P<0.05). 因

此, 计算了 4 位评分者对每一张图片评分的均值, 然

后将实验条件作为预测变量对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

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唤醒度的条件效

应非常显著(F(3,156)=242.31, P<0.001). 配对检验的

结果表明, 观看负性 (M=7.20), 重评负性(7.13) 和

抑制负性(6.97)条件下唤醒度的评分显著高于观看中

性条件(3.03, Ps<0.001). 此外, 唤醒度评分在观看负

性, 重评负性和抑制负性 3 种条件下差异不显著 (观

看负性-抑制负性: P=0.21; 观看负性-重评负性: P 

=0.71; 抑制负性-重评负性: P=0.38; 未校正; 见图

1C). 同样地 , 效价的条件效应也显著 (F(3,156)= 

237.78, P<0.001). 配对检验的结果表明 , 观看负性

(1.73), 重评负性(1.76) 和抑制负性(1.83)条件下效价

的评分显著低于观看中性条件(4.71, Ps<0.001). 此外, 

效价评分在观看负性, 重评负性和抑制负性 3 种条件

下差异不显著(观看负性-抑制负性: P=0.43; 观看负

性-重评负性: P=0.82; 抑制负性-重评负性: P=0.58; 

未校正; 见图 1B). 因此, 观看负性、抑制负性和重评

负性 3 种条件均可以有效诱发负性情绪, 并且在 3 种

条件下图片的情绪属性高度相似.  

被试坐在一个安静的屋子里, 距离显示器约 150 

cm, 水平和垂直视角低于 6°. 在每一个 block 之前, 

被试被告知任务并进行 10 个试次的练习, Block 1 和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2014 年  第 44 卷  第 6 期 
 

605 

block 2 中, 每个试次先呈现 1000 ms 的“自由观看”

提示词, 提醒被试注意任务. 提示词消失以后, 在白

色的电脑屏幕上出现 300 ms的黑色“十”. 然后, 呈现

300~700 ms 空屏, 接着呈现 2000 ms 的图片. 图片呈

现期间, 要求被试认真观看每一张图片. 图片消失和

提示词呈现的时间间隔为 1000 ms. 每两个 Block 之

间有 2 min 的休息时间(2 min 为预实验 10 名被试恢

复情绪所需要的最大时间), 从而使被试的心境恢复

到基线水平.  

在 block3 和 block4 中, 被试需要用相应的策略

去调节情绪, 将“观看”的提示词变成了“表达抑制”或

“认知重评”, 除此之外刺激的呈现流程与 block1 和 2

相同. 被试在练习程序中进行了抑制和重评策略的

练习. 重评策略要求被试客观的看待图片; 例如, 把

自己看做一个分离的观察者, 认为刺激图片和自己

无关[41]. 抑制策略训练被试有意抑制他们对图片的

情绪反应, 保持面部表情不变, 以至于即使有人在旁

观看也不能觉察出他内心的体验. 在每一个 block 结

束时, 被试需要对他们的情绪状态进行 7 点评分(1: 

无情绪的; 7: 非常不愉悦). 在抑制和重评 block 结束

时被试需评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成功的抑制了情绪

表达行为或成功重评了图片的意义(1: 一点也不成功; 

7: 非常成功).  

1.3  ERP 记录与分析 

使用德国 Brain Products 公司的 ERP 记录与分析

系统, 按国际 10-20 系统扩展的 64 导电极帽记录

EEG, 以双耳乳突作为参考电极(双侧乳突平均参考), 

双眼外侧安置电极记录水平眼电(HEOG), 左眼上下

安置电极记录垂直眼电(VEOG). 每个电极处的头皮

电阻保持在 5 k以下. 滤波带通为直流电 0.05~100 

Hz, 采样频率为 500 Hz/导. 完成连续记录 EEG 后离

线处理数据, 离线处理中, 在 24 Hz 的高通滤波下, 

剔除眼球运动伪迹(包括眨眼和转动). 因伪迹污染导

致峰间偏差值超过±80 V 的试次不纳入总平均. 剔

除的试次是少量的. 在观看中性条件下平均有 38.0

个试次, 观看负性有 37.8 个, 抑制负性有 38.4 个, 重

评负性有 37.6 个(F(3,45)=0.83, ns).  

分别对每个条件下的 EEG 活动进行叠加平均. 

分析时程为 2200 ms, 基线为刺激出现前 200 ms. 如

图 2 所示, 每个条件诱发了显著的 P2(140~200 ms)成

分和 P3(340~480 ms)成分 , 分布于前额和中央     

区[27~28]. 另外, 各条件都诱发了 LPP, 从刺激呈现后

600 ms 一直到刺激呈现结束, 分布于后部顶区[32~36]. 

因此, 在中央和前部区域, 选取了 9 个电极点(Fz, F3, 

F4, FC3, FC4, FCz, Cz, C3 和 C4)分析 P2 的峰值波幅

与潜伏期以及 P3 的平均波幅. 对 P3 进行平均波幅测

量是因为 P3 的波峰在中性条件下不明显. 另外, 在

600~2000 ms 时间窗内分析 LPP 波幅 , 根据文献

[32~36], 选取后部 9 个电极点进行统计分析: CP3, 

CPz, CP4, P3, Pz, P4, PO3, POz 和 PO4.  

对 P2 潜伏期, P2, P3 和 LPP 的波幅进行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 3 个因素分别为 block(观看中性、观看负

性、抑制负性和重评负性)、前后(P2 与 P3 成分为额

区、额中央区、中央区 3 个水平; LPP 成分为中央顶

区、顶区、顶枕区 3 个水平)和左右(左、中、右). 为

了研究 LPP 在不同指导语下的时间动态性 , 在

600~2000 ms 时间窗内, 以 200 ms 为单位分 7 个时间

区间测量与统计 LPP 波幅, 并且将时间窗口(7 个水

平)作为方差分析的一个因素. 如果发现有 block 的

主效应或 block 与时间窗口的交互作用, 将进行有计

划的事后多重比较: (1)对比观看负性与观看中性以

检验情绪效应; (2)抑制负性对比观看负性, 重评负性

对比观看负性以检验情绪调节效应; (3)检验情绪调

节导致的 LPP 波幅的差异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是否因

策略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不符合球形标准的方差分

析自由度均采用 Greenhouse-Geisser 法校正, 且事后

多重比较的 P 值采用 Bonferroni-Holm 法校正[31].  

2  结果 

2.1  情绪评定 

情绪体验评分分析存在显著的 block 主效应

(F(3,45)=53.18, P<0.001; η2p=0.78). 在观看负性条件

下负性情绪的评分(6.25)显著高于观看中性条件下

(1.63). 此外, 重评负性和抑制负性条件下负性情绪

的评分显著低于观看负性条件下(Ps<0.001), 然而重

评条件下情绪体验的评分(4.00)与抑制条件下没有显

著差异(4.19; P=0.66; 图 1A).  

2.2  操作有效性检验 

指导语遵循程度(即你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重评

了刺激或抑制了情绪表达)的分析表明, 重评条件被

试成功使用了重评策略(6.31), 抑制条件被试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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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每一个 block 的情绪体验评分(A), 每一个 block 的图片效价(B)和唤醒度(C)的评分(误差线: ±SD) 

使用了抑制策略 (6.69). 而且在重评 (t(15)=9.12, 

P<0.001)和抑制条件(t(15)=22.46, P<0.001)下的评分

均显著的高于量表的中位数(即, 4). 重评和抑制条件

下的评分没有显著差异(t(15)=1.57, P>0.10). 这些结

果表明, 被试均成功的使用了相应调节策略, 且成功

使用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的程度无显著差异.  

2.3  ERP 数据的情绪效应 

P2.  对 P2 成分的波幅分析显示 block 的主效应

显著(F(3,45)=7.74, P=0.001). P2 成分波幅在中性条件

下(3.72 µV)显著小于负性条件下(Ps<0.02). 观看负性 

(5.39 µV), 抑制负性(5.83 µV)和重评负性(5.42 µV) 3

种条件下的波幅没有显著差异(Ps>0.90). P2 潜伏期的

分析未发现显著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  

P3.  对 P3成分的波幅分析表明, block的主效应

(F(3,45)=9.82, P<0.001)和前后效应均显著(F(2,30)= 

27.76, P<0.001). 中央区(1.80 µV)比前额区(1.43 µV)

记录到更大的波幅. 观看中性条件(1.79 µV)相比观

看负性 (0.65 µV, P<0.001), 抑制负性 (1.71 µV; 

P<0.001)和重评负性(0.22 µV, P=0.045)条件波幅更

小. 此外, 抑制负性条件相比重评负性条件出现了更

大的 P3 波幅(F(1,15)=8.72, P=0.03). 重评负性条件与

观看负性条件下波幅差异不显著 (F(1,15)=1.55, 

P=0.69). 在此成分上没有发现其他的效应.  

LPP.  LPP 波幅在中央顶区(4.82 µV)相比顶区

(2.81 µV)和顶枕区 (0.30 µV)更大 . block(F(3,45)= 

11.60, P<0.001)和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6,90)=14.15, 

P<0.001). 负性图片比中性图片(0.92 µV)诱发更大的

波幅(Ps<0.01).相比观看负性(3.71 µV)条件, 抑制负

性条件(2.43 µV, P= 0.036)呈现更小的波幅, 而重评

负性(3.15 µV, P>0.10)条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此

外 , 时 间 窗 口 和 条 件 的 交 互 作 用 显 著 (F(18, 

270)=2.70, P=0.023).  
为了分解交互作用, 本研究分别检验了 7个时间

窗中每个时间窗的条件主效应. 如果条件的主效应

显著, 事后多重比较重点分析观看负性-抑制负性和

观看负性-重评负性之间的差异[31].  

600~800 ms.  block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F(3,45)=11.89, P<0.001). 负性图片相比中性图片诱

发了更大的 LPP 波幅(Ps<0.01). LPP 波幅在观看负性

(5.29 µV), 抑制负性(4.50 µV)和重评负性(4.82 µV)3

种条件下差异不显著(Ps>0.50).  

800~1000 ms.  block 的主效应显著 (F(3,45)= 

15.25, P<0.001). 事后比较发现抑制负性条件(3.51 

µV)相比观看负性条件(4.89 µV)出现了更小的 LPP 波

幅(P=0.036), 而重评负性条件(4.34 µV)和观看负性

条件下没有显著差异(P=0.27).  

1000~1200 ms.  block 主效应显著 (F(3,45)= 

13.10, P<0.001). 事后比较发现抑制负性条件(2.50 

µV)比观看负性条件(4.29 µV)诱发的 LPP 波幅更小

(P=0.024), 而重评负性条件(3.67 µV)和观看负性条

件下没有显著差异(P=0.13).  

1200~1400 ms.  block 主效应显著(F(3,45)=8.18, 

P=0.002). 事后比较发现抑制负性条件(1.54 µV)比观

看负性条件(3.27 µV)诱发的 LPP 波幅更小(P=0.026), 

而重评负性条件(2.50 µV)和观看负性条件没有显著

差异(P=0.09).  

1400~1600 ms.  block 主效应显著(F(3,45)=6.93, 

P=0.002). 事后比较发现抑制负性条件(0.93 µV)比观

看负性条件 (2.94 µV)诱发的 LPP 波幅更小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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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观看中性、观看负性、抑制负性和重评负性条件下, 在 Fz, Cz, CP3, CP4, P3, P4 和 Pz 上诱发脑电的总平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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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重评负性条件(1.73 µV)比观看负性条件诱发

了更小的波幅 (P=0.012).  

1600~1800 ms.  block 的主效应不显著(F(3,45)= 
1.47, P=0.24).  

1800~2000 ms.  block 的主效应不显著(F(3,45)= 
2.18, P=0.12). 

因此, 从刺激呈现后 800 ms 开始, 抑制负性相

比观看负性条件诱发了更小的 LPP 波幅, 而重评负

性条件下直到刺激呈现1400 ms之后才出现LPP波幅

的下降(图 3).  

2.4  相关分析 

为了检验 LPP 波幅是否有效的预测情绪体验的 

强度, 本研究采用无情绪调节影响的观看负性和观

看中性条件，通过计算观看负性-观看中性的差异量, 

对 LPP 波幅和负性情绪评分进行了斯皮尔曼等级相

关分析. 因为情绪的效应只在 600~1600 ms 时间窗显

著，本研究抽取该时间窗的 LPP 波幅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 LPP 波幅与负性情绪评分呈显著正相关

(r=0.571, P=0.010; 图 4A). 进一步检验这种相关是

否仅存在于 LPP 波幅, 本研究分析了负性情绪评分

和 P3 波幅之间的相关, P3 是涉及到后期有意识加工

的另一个成分 [27]. 然而 , 该相关不显著 (r=0.056, 

P=0.418; 图 4B).  

因为在 800~1400 ms 时间窗, LPP 波幅的降低仅 

 

 

图 3  三种条件下负性-中性的差异波及其头皮分布地形图 

A: 自由观看(黑色), 表达抑制(蓝色)和认知重评(红色)3 种条件下 Pz 点负性-中性的 ERP 差异波; B: 在 600~1600 ms 时间窗 3 种条件下负性-

中性的 ERP 差异波的电压振幅地形图. 从中可以观察到抑制条件相比重评条件, LPP 波幅的降低发生的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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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行为指标与脑电指标的相关散点图 

A: 观看负性-观看中性条件下主观负性情绪与 LPP(600~1600 ms)情绪效应; B: P3 情绪效应相关的散点图; C: 抑制负性-观看中性条件下主观

负性情绪和 LPP 波幅(800~1600 ms)的相关散点图; D: 表达抑制评分和 P3 波幅(抑制负性-观看中性)之间的相关散点图 

针对表达抑制策略, 所以本研究对此时间窗的 LPP

情绪效应和主观负性情绪(以抑制负性-观看中性的

差异为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 二者之间

也存在相似的正相关(r=0.443, P=0.043; 图 4C), 这

进一步证实了 LPP 反映主观情绪体验的有效性.  

最后, 为了检验抑制负性条件下更大的 P3 波幅

是否反映了大脑对情绪表达行为的抑制加工, 我们

对抑制评分和抑制负性-观看中性的P3差异波进行了

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 P3 差异波随着抑制分数的增加

而增大(r=0.407, P=0.059; 图 4D). 这种趋势仅针对

P3 成分, 没有发现 LPP 波幅和抑制评分之间具有类

似的相关(r=0.094, P=0.365).  

综上所述, 抑制负性条件下更大的 P3 波幅很可

能是表达抑制加工的有效指标,而随后出现的 LPP 波

幅, 正如先前研究所证明的, 是负性情绪主观体验的

有效指标(图 4 A~D).  

3  讨论 

本研究以中国人为被试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研究了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调节负性情绪的时间动

态特征. 研究发现, (1)负性图片相比中性图片诱发了

显著的负性情绪体验以及 P2, P3 以及 LPP 成分上更

大的波幅, 这表明我们对负性图片的操纵是有效的; 

(2)重评和抑制策略使主观负性情绪出现了相似程度

的降低; (3)表达抑制比认知重评在中央-额区诱发更

大的 P3 波幅, 该 P3 波幅已被研究证实反映了反应抑

制加工过程[27~29]; (4)抑制条件比重评条件对 LPP 波

幅的调节作用发生的更早, 这表明对中国人而言表

达抑制对负性情绪的调节速度比认知重评更快.  

3.1  早期成分 

本研究中, 各个条件下 P2 成分在刺激呈现后

200 ms 均达到峰值, 其中观看负性, 抑制负性和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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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 3 种条件下呈现相似的峰值, 且均大于观看中性

条件. 这一发现与先前的结论相一致. 此前的研究表

明, 情绪图片比中性图片诱发更大的 P2 波幅, 这说

明, 人们会将更多的注意资源分配给具有重要生物

意义的刺激[43,44]. 情绪调节策略的应用对 P2 成分没

有显著地影响, 可能是因为这个成分发生在早期, 而

此时有意识的认知过程还未开始[45,46].  

抑制负性条件比重评负性条件在中央-额区诱发

了更大的 P3 波幅. 以往研究表明, 表达抑制是一种

资源消耗型策略, 它需要努力监控占优势的情绪表

达行为 [4,10,13]. 相反, 研究表明, 重评是一种资源节

约型策略, 它不需要被试努力监控[10]. 如前所述, 抑

制优势行为会在刺激后 400 ms 在中央-额区诱发更大

的 P3 峰值(如 No-go P3[27,28]), 这反映了抑制加工过

程占用了更多的认知资源 [28~30]. 表达抑制策略包含

了抑制加工过程而重评策略不包含该过程, 这很可

能是抑制相比重评策略诱发了更大 P3 波幅的原因.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支持了这种解释, 自我报告的抑

制水平正向预测 P3 波幅的增大. 另一方面, P3 波幅

在重评负性和观看负性条件下是相似的. 这证实了

重评是一种资源节约型策略, 它没有进行过多的自

我监控[4,6,10], 因为 P3 波幅随认知过程中资源占用的

增加而增大[29,47].  

3.2  LPP 波幅的情绪调节效应 

本研究中观察到了显著的 LPP 活动, 从刺激呈

现后 600 ms 一直持续到 2000 ms. 与以往的研究一 

致[35,36,48], 观看负性条件下在 600~1600 ms 时间窗负

性刺激比中性刺激诱发了更大的 LPP 波幅, 而且波

幅的增大与负性情绪的主观体验呈正相关. 这证实

了由情绪刺激诱发的 LPP 波幅是主观情绪唤醒的一

个有效指标[32,33].  

更重要的是, 抑制负性相对于观看负性条件从

800 ms 便开始出现 LPP 波幅的显著下降. 与此相反, 

重评负性条件相对于观看负性条件其 LPP 波幅在

600~1400 ms 时间窗是相似的, 而直到 1400~1600 ms

时间窗才出现显著降低. 这表明表达抑制相比认知

重评更快地降低了负性情绪反应. 由于其波幅随主

观情绪体验的降低而下降, LPP 波幅已被证实是反映

情绪调节效应的理想指标 [9,32~34]. 与这些结论一致, 

本研究相关分析的结果加强了 LPP 波幅反映主观情

绪强度的有效性(图 4). 因此, 对 LPP 波幅进行时间

动态分析可以有效揭示情绪下调的时程特点, 尤其

是情绪调节效应发生的速度有多快.  

3.3  综合启示 

综合 P3 和 LPP的分析结果, 不难发现对中国人

而言, 表达抑制比认知重评更快地降低负性情绪的

强度. 这一发现与最近多项研究结论相一致, 亚洲文

化相比西方文化更鼓励抑制负性情绪的表达, 且具

有东方文化背景的个体能更有效的采用表达抑制进

行情绪调节[1,18~21]. 这是因为表达负性情绪可能会伤

害他人或损害和谐的社会关系, 而关系和谐在集体

主义文化中是很受重视的 [1,20,21]. 例如, Friesen[49]发

现当单独观看情绪电影时, 日本人和欧洲人表现出

同样的表情, 而当实验者在场时, 日本人表现出更少

的负性情绪. 此外, 许多研究报告东方文化中个体更

多的使用抑制策略, 例如, 亚裔美国人更习惯使用抑

制策略[37], 有研究指出亚洲文化不鼓励过度自信, 并

且鼓励个体与更高社会地位的人交往时需对自我的

行为进行调节[50]. 此外, 在集体主义国家, 抑制情绪

的表达被认为是符合社会规范的[21,51]. 本研究表明, 

表达抑制与认知重评对负性情绪的调节是同样有效

的. 本研究发现对中国人而言, 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

评能更快地降低负性情绪反应. 因此, 表达抑制对负

性情绪的调节效果未必逊于认知重评. 相反, 尽管需

要消耗更多的资源, 抑制比重评的情绪调节速度更

快, 至少在鼓励抑制负性情绪表达的文化中确是如

此.  

然而, 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增强了生理反应

(如心率、皮电)和前额及边缘皮层的激活 [4,6,13]. 例  

如, 研究表明, 抑制厌恶情绪的表达显著增强了边 

缘系统的神经活动(如杏仁核和脑岛)[6]; 抑制对图片

的情绪表达诱发了更大的皮电反应和眶额叶皮层的

激活[13]. 基于这些发现, 研究者认为表达抑制是一种

适应不良的情绪表达策略 [4,6]. 然而, 如前所述增强

的外周生理活动与边缘系统的激活并不一定唯一  

来源于情绪唤起 [13,24]. 这些激活也可能来源于实  

验任务的高认知负荷, 如工作记忆任务[24]或情绪抑

制任务[13]. 尽管存在这一事实, 目前尚未有研究将情

绪抑制过程中的认知负荷指标和情绪唤醒指标进行

分离.  

本研究采用高时间分辨率的 ERP 技术发现, 中

央-额区的 P3 波幅在抑制条件下大于重评条件,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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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波幅与自我报告的抑制水平存在正相关趋势. 与

之不同的是, LPP 波幅与负性情绪体验存在正相关. 

这些结果表明, 中央-额区的 P3 波幅很可能是表达抑

制过程中认知负荷的有效指标, 而 LPP 波幅反映了

表达抑制条件下的情绪唤起水平[33,34]. 因此, 以往研

究所报告的表达抑制条件下更强的生理和边缘系统

反应, 也有可能是表达抑制过程中认知负荷的增大

所致, 而不一定是情绪唤起的表现. 考虑到表达抑制

策略下更快的情绪调节效应是以更高的认知消耗为

前提的, 未来研究需要综合采用表达抑制和认知重

评策略, 以考察调节策略的综合效果, 看在两种策略

相结合的条件下有无可能发挥表达抑制调节的速度

优势但无需耗费更多资源.  

本研究将自由观看条件放在情绪调节条件的前

面, 以避免情绪调节策略对自由观看的潜在影响. 可

能读者会质疑这种设计导致从观看条件到调节条件

的情绪习惯化, 这将混淆情绪调节的效应. 然而, 基

于以下两点原因, 这种混淆很可能是可以忽略的. (1)

观看负性, 重评负性和抑制负性 3 种条件分别采用了

3 套不同的负性图片. 每一个条件包含 40 张图片, 每

一张图片仅在实验中呈现一次, 这与以往实验中情

绪习惯化(个体对重复情绪刺激的反应衰减)的概念

不相符合[52~54]. (2)有研究证明人类对负性刺激不易

形成习惯化 , 不管刺激是重复呈现 [52]还是不重    

复[55,56]. 例如, Carretie´等人[52]采用 ERP 技术用重复

刺激研究情绪的习惯化,  结果表明, 在第二个实验

阶段相比第一实验阶段 , 积极和中性刺激诱发的

N100 活动显著减少. 然而, 负性刺激诱发的 N100 波

幅在两个阶段没有显著差异. 此外, Smith 等人[55]采

用情绪启动和情绪 stroop 任务研究发现, 对消极词汇

的颜色命名时间长于积极词汇, 而且这种效应不管

情绪词汇被负面启动还是不被启动均稳定存在, 这

表明, 先前呈现的负性信息不会减弱个体对消极词

汇的情绪效应. 近期, 本课题组研究了听积极和消极

音乐后大脑对情绪图片的情绪唤起. 我们观察到先

听悲伤音乐非但对负性图片的情绪唤醒水平没有降

低, 相反显著增加了个体对负性图片的情绪唤醒水

平[56]. 基于以上证据, 本研究中在情绪调节相对自由

观看条件下, LPP 波幅和负性情绪的降低应该来源于

情绪调节的效果, 而非情绪的习惯化所致.  

3.4 结论 

表达抑制策略与认知重评策略均能有效降低负

性情绪体验. 而且, 中国被试使用表达抑制策略降低

负性情绪的速度显著快于认知重评, 但表达抑制调

节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 LPP 是代表情绪唤起水

平的有效指标, 而中央-额区的 P3 则是体现抑制情绪

表达行为的有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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